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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垄断行为竞争损害检验的现实困境与理论转型
———以独家交易为例

章韶轩*

内容提要:平台垄断行为竞争损害检验是反垄断执法面临的重要挑战。作为最典型的滥用行为,

平台独家交易的内生动因在显著的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特性下发生转变,致使工业经济中行之有

效的等效竞争者检验暴露出效率难以识别与分析基准缺乏的困境。此种困境并非限于技术层面,

而是源于现代反垄断法的单一效率价值目标在平台经济中陷入自我否定的悖论。对静态效率的过

度追求,反而会摧毁其赖以存续的竞争机制。解决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确立竞争机制存续的底

线地位,在坚持经济效率首要目标的基础上,将竞争损害界定从静态效率减损转向市场可竞争性

损害。市场可竞争性在平台经济中反映为达到最小有效规模的可行性,因此平台独家交易的竞争

损害认定应以是否阻碍竞争者实现最小有效规模为检验标准,通过识别个案市场中的最小有效规

模,运用经济学改造后的结构化分析要素评估涉案行为的竞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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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平台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型平台垄断问题,引发全球范围的反垄断执法浪潮。然而,平台经

济的独特属性对基于工业经济的现代反垄断法造成严峻挑战,导致执法分析面临诸多障碍。随着

经验积累,相关市场界定与支配地位认定问题已初步解决,〔1〕 学界与实务界面临的挑战逐渐收敛

至直接关系个案成败的竞争损害认定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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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各国平台执法关注的重点,独家交易 〔3〕因其商业适用的广泛性与竞争效应的双重性,

成为透视竞争损害认定问题的典型样本。在工业经济中,基于效率目标的等效竞争者检验 (as-

efficientcompetitortest)能够有效认定独家交易的竞争损害,但在平台经济中,该检验却面临

难以识别效率、缺乏分析对象的困境。由于缺乏成熟理论指引,各国执法机构尚未形成有效应对

方案:欧盟委员会受制于成文规则仍沿用该检验,导致处罚屡遭法院驳回;中美两国执法机构虽

在个案中自发探索检验标准,但因缺乏理论基础而引发质疑。随着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迈向 “常

态化监管”阶段,亟须构建能够精准认定独家交易竞争损害的新型检验标准。〔4〕

独家交易竞争损害检验的平台适用困境并非孤立的技术问题,而是源于平台经济显著的网络

效应与规模经济特性,致使基于单一效率价值目标的现代反垄断法难以应对平台垄断问题。〔5〕

对此,学界形成了转向行业规制或新公用事业理论的 “外部替代”路径,〔6〕其前提是市场结构

性失灵且反垄断法丧失内部调适的基础,但亦有学者认为平台经济并未冲垮反垄断法基础,其带

来的挑战完全可通过 “内部调适”解决。〔7〕上述路径争论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但对于执法实

践而言,更关键的任务在于分析具体垄断行为的竞争损害判定问题,为上述应对路径之争提供例

证支撑。

因此,本文拟以独家交易为例,揭示平台经济对竞争损害认定造成的深层挑战,探索适应平

台经济的转型路径,具体拟回答如下问题。第一,等效竞争者检验在平台经济领域面临何种适用

困境? 第二,能否通过反垄断法的内部调适解决平台竞争损害认定问题? 本文将以等效竞争者检

验为出发点,分析其依赖的单一效率价值目标在平台经济中的内生性悖论,通过梳理反垄断法上

“效率”与 “竞争”两大价值目标的关系,形成适应平台经济的新型独家交易竞争损害检验,以

期为平台垄断行为的竞争损害认定提供指引。

二、现代效率目标下的独家交易竞争损害检验

独家交易是指交易一方被要求仅从另一方处购买或向另一方销售全部或部分产品的情形,其

行为样态不仅包括直接限制的独家协议,还包括忠诚折扣、排他性支付等变相限制方式。〔8〕由

于独家交易具有双重竞争效应,反垄断法对其采取合理原则的分析模式。然而,独家交易客观上

皆意味着排除竞争者,致使正当竞争与排他封锁之间的界限模糊。因此,在步骤化的合理原则

下,执法实践的首要步骤是通过竞争损害检验筛选出 “表面违法”的独家交易,以避免进入难以

实现的净效果权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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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效竞争者检验的形成逻辑

任何竞争损害检验都内嵌着对竞争损害内涵的特定理解,而该理解最终取决于不同时代反垄

断法侧重的价值目标。竞争作为一种动态对抗过程,其概念的抽象性导致很难直接评价除彻底消

亡外的过程变化是否构成一种损害。因此,竞争损害内涵的界定往往需要依赖外部规范性价值,

例如竞争自由、机会平等、经济效率等。

随着芝加哥学派成为现代反垄断法正统理论,经济效率被确立为唯一目标,而竞争则被解释

为促进经济效率提升的状态。〔10〕至此,竞争损害意味着经济效率遭到减损,而非竞争者或竞

争过程遭到限制。在效率类型上,芝加哥学派将经济效率理解为静态的配置效率及生产效率,

并以超出法律处理能力为由将动态的创新效率排除在考虑之外。〔11〕在方法论层面,芝加哥学

派通过消费者福利标准实现反垄断法对静态效率的衡量,将竞争损害具体窄化为价格上升、质量

降低。

尽管消费者福利标准为现代反垄断法提供了经济学基础,但作为 “现代反垄断分析中最容易

被滥用的术语”〔12〕,其很大程度上仅能作为抽象目标与评估指引,难以规范性地直接检验特定垄

断行为的竞争损害:一方面,消费者福利在经济学上依赖于 “强烈且往往无法检验的假设”〔13〕,

并且执法成本极高;另一方面,其停留在经济学层面的设定过于模糊,难以为执法者与经营者提

供充分的操作性与预测性,与法律规范性存在严重冲突。〔14〕现实状况是,在消费者福利标准指

引下,现代反垄断法围绕不同垄断行为的损害机制,形成了类型化的竞争损害检验。〔15〕

针对独家交易的竞争损害认定,学界与实务界确立了等效竞争者检验。所谓等效竞争者检

验,是指独家交易只有在 “可能会把 (与支配企业相比)等效或者更高效的竞争者排挤出市

场”时,才构成竞争损害。〔16〕该检验的逻辑深植于芝加哥学派的市场假设: “市场具有自我

纠正的内在特征,在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市场将自然达到最佳状态”〔17〕,因此低效经营者被

淘汰是竞争的应有之义,而高效经营者理应获得市场支配地位的奖励。〔18〕此外,在市场力量难

以长期维持、潜在进入者能够挑战低效垄断的假设下,“误判”的错误成本远高于 “漏判”。据

此,现代反垄断法不应保护低效竞争者,否则会扭曲竞争机制并减损消费者福利。只有当支配

企业的独家交易足以排除同等效率竞争对手时,方可认定其行为并非源于正当效率优势,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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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对竞争的排除限制。〔19〕

(二)等效竞争者检验的框架优势

基于上述理论内核,等效竞争者检验形成了优势显著的分析框架。该检验不仅是独家交易的

竞争分析工具,更是现代反垄断法 “唯效率论”在损害认定环节的具象呈现。在单一效率价值目

标下,反垄断法并非单纯保护竞争者存续,而是保护作为效率发现过程的竞争机制。因此,该检

验只涵盖对于效率提升有意义的同等效率竞争者,并明确支配企业不负有容忍低效竞争者义务。

具体而言,等效竞争者检验具有以下两项框架优势。

第一,等效竞争者检验精准构建了行为与损害的因果关系。反垄断法虽秉持 “保护竞争而不

保护竞争者”的基本理念,但竞争受损必然通过竞争对手受损反映。〔20〕独家交易反垄断分析的

挑战,在于区分正当的效率优胜劣汰与损害竞争的滥用行为。因此,如何在导致 “竞争者受损”

与造成 “竞争受损”之间找到恰当的临界点,从而在行为与损害之间搭建起密切的因果联系至关

重要。等效竞争者检验基于经济学与反事实逻辑,将 “排除等效竞争者”作为这一临界点,将因

果链条锚定于独家交易对效率的实质影响,减少了错误干预风险。〔21〕据此,该检验有效区分了

“为垄断而竞争”〔22〕的正当行为与排他滥用行为。只有在独家交易导致等效竞争者无法存续时,

才能推定其损害效率并构成竞争损害,从而契合现代反垄断法对经济效率的追求。

第二,等效竞争者检验为反垄断法适用提供了规范性。尽管经济学理论的引入为反垄断法提

供了准确性,但也对其确定性造成了严重冲击。〔23〕考虑到独家交易在商业活动中的广泛性,即使

支配企业实施亦不必然损害竞争,因此实践迫切地需要形成具有可预测性与可操作性的法律测试,

为经营者与执法机构提供指引。等效竞争者检验正是对此需求的直接回应:其虽然以经济学理论为

基础,但最终形成的法律测试将复杂的经济学分析定型化为独家交易是否导致等效竞争者受损的事

实判断。在可预测性上,经营者可据此评估成本基准和市场可竞争份额,预判法律风险。在可操作

性上,执法机构可凭借价格成本测试或规范性分析,有效评估各类独家交易的竞争损害。

(三)等效竞争者检验的实践应用

作为现代效率价值目标下的标志性方法,等效竞争者检验逐渐进入我国反垄断执法视野。〔24〕

在2016年 “利乐案”中,执法机构通过价格成本分析得出 “竞争对手在可竞争部分给出的价格

必须低于利乐的折后净价”的结论并认定竞争损害,体现了对此检验的吸纳。〔25〕然而,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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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rustLawJournal311,346 (2006).

A.Douglas Melamed,Exclusive Dealing Agreements and Other Exclusionary Conduct-Are There Unifying
Principles?,73AntitrustLawJournal375,382 383 (2006).

SeeMauriceE.Stucke,DoestheRuleofReasonViolatetheRuleofLaw?,42UCDavisLawReview1375,141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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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的经济学理论与复杂市场现实之间存在张力,实践中有两大问题有待厘清:第一,其适用范

围是否涵括不涉及价格机制的独家交易;第二,如何界定作为分析基准的等效竞争者。对于上述

问题,我国执法机构并未盲目照搬域外经验,而是形成了务实灵活的应对策略。

欧盟委员会是等效竞争者检验的坚定倡导者,试图将其发展为逻辑严密的成文规则体系。〔26〕

在英特尔案中,委员会通过价格成本测试认定涉案忠诚折扣会封锁等效竞争者并损害竞争。〔27〕

至于该检验能否适用于忠诚折扣之外的非价格类独家交易,执法指南未作明确规定,因而有学者

主张其适用范围不应扩展。〔28〕然而,欧盟竞争法上的等效竞争者检验存在 “原则”与 “测试”

之分:前者作为评估排他性行为的支配性原则,后者专指基于 “价格成本测试”的经济学分析工

具。〔29〕执法机构通过将市场封锁效应转化为价格或成本因素进行反事实分析,可实现对非价格

类独家交易的有效评估。〔30〕

对于如何确定作为分析基准的等效竞争者,欧盟委员会在 “高通芯片案”中参照支配企业的

成本基准设定了一个假想竞争者,本质上是分析支配企业在无市场支配地位时面对独家交易能否

存活。〔31〕然而,欧盟普通法院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按照反事实分析逻辑,即使不存在高通的

行为,相对人亦不可能转向暂不存在的竞争对手,因此等效竞争者必须是现实存在的,而非 “幽

灵竞争者”。〔32〕上述分歧表明,该检验的应用在经济学分析之外,还需要结合市场现实予以

考量。

与欧盟做法相反,美国反垄断实践仅将等效竞争者检验作为分析理念融入个案评估。一方

面,执法机构将 “不得排斥等效或高效竞争者”作为评估排他行为是否反竞争的基本理念,因此

其适用于非价格类独家交易不存在障碍。实践做法是通过规范性分析,以定性的方式评估等效竞

争者能否突破独家交易造成的封锁效应。〔33〕另一方面,美国执法实践更关注现实存在的原告,

而非经济学虚构对象。在 “3M公司案”中,法院即认定原告属于等效竞争对手,其市场份额降

低是未积极争取竞争机会的结果,从而判定被告3M公司的行为不足以构成竞争损害。〔34〕

针对上述两项问题,我国反垄断执法呈现出因案制宜、分类处理的本土化应对策略。在 “伊

士曼案”中,执法机构未对非价格类独家交易进行价格成本测试,而是通过定性分析完成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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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SeeGuidanceontheCommission􀆳senforcementprioritiesinapplyingArticle82oftheECTreatytoabusiveexclusionary
conductbydominantundertakings,para.24,2009 02 24.

SeeCommissiondecisionofMay13,2009inCaseCOMP/C 3/37.990-Intel.
SeeRomanaHajnovicova,ExclusivityAgreementsandtheRoleoftheAs-Efficient-CompetitorTestAfterIntel,10

JournalofEuropeanCompetitionLaw&Practice141,142 (2019).
SeeRaphaelDeConinck,TheAs-efficientCompetitorTest:SomePracticalConsiderationsFollowingtheECJIntel

Judgment,4CompetitionLaw&PolicyDebate73,76 (2018).
SeeMartinMandorff&JohanSahl,TheRoleofthe'EquallyEfficientCompetitor'intheAssessmentofAbuseof

Dominance,12CompetitionLawJournal221,243 (2013).
SeeKai-UweKuhn& MiroslavaMarinova,TheRoleoftheasEfficientCompetitorTestaftertheCJEUJudgmentin

Intel,4CompetitionLaw&PolicyDebate64,69 (2018).
SeeJudgmentof15June2022,QualcommvCommission,CaseT-235/18,EU:T:2022:358.
SeeElyseDorsey&JonathanM.Jacobson,ExclusionaryConductinAntitrust,89St.John􀆳sLawReview101,124

(2015).
SeeNicSand,Inc.v.3MCo.,507F.3d442 (6thCi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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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即便采用低价策略也难以吸引足够需求弥补价差”的损害认定。〔35〕此做法形式上与美国模

式相似,然而二者的深层逻辑不同:美国模式的灵活源于司法谦抑,倾向于在证据不足以支持复

杂经济学分析时回归常识判断;我国的务实则源于行政执法下的工具理性,即根据个案条件主动

选择可用的分析工具。最佳例证便是在 “利乐案”中,当具备量化条件时,执法机构毫不犹豫地

采纳了类似欧盟的定量分析,与美国的保留态度形成显著差异。

综上,我国执法机构的务实策略为等效竞争者检验的本土应用提供了有益指引,亦印证了该

检验在实践中具有灵活性与解释力,能够在具备自我修复能力的、围绕价格展开竞争的市场中实

现精准适用。然而,该检验的有效适用高度依赖工业经济领域的上述特征。当面对平台经济领域

的独家交易时,其能否继续保持理论解释力与实践适用性,仍然有待深入考量。

三、平台独家交易竞争损害检验的现实困境

在平台经济中,独家交易主要存在于 Web2.0阶段的平台间竞争。尽管平台利用了数据与算

法等新兴技术,但独家交易在行为样态上并未因此发生本质改变,〔36〕原则上应当沿用等效竞争

者检验。然而,平台经济特性引发的深刻变革,已导致支配平台实施独家交易的内生动因发生重

要转变。这一转变不仅致使等效竞争者检验面临适用困境,更意味着建立在工业经济之上的芝加

哥学派效率理论已难以有效应对平台垄断的挑战。

(一)平台独家交易内生动因的转变

在工业经济中,支配企业实施独家交易的动因在于提高等效竞争对手获得有效渠道的成本,

进而形成竞争优势。〔37〕然而,平台经济在商业模式、竞争态势、市场结构上的转变,重塑了支

配平台实施独家交易的内生动因。有别于工业经济的商业模式,平台企业的价值不再源于生产成

本与产品质量,而是取决于用户规模与数据积累。为快速占领市场,平台往往通过免费模式补贴

网络效应较低一侧的用户,触发交叉网络效应实现双边用户规模扩张。〔38〕因此,平台的首要经

营目标已从销售产品直接盈利转变为尽可能获得更多用户并积累数据。

围绕用户与数据的商业模式,促使平台经济竞争态势从 “在市场竞争”转向 “为市场竞

争”。〔39〕在工业经济领域,规模经济扩张受现实条件制约存在极限,市场通常能够容纳多家企业

在同等效率水平下竞争。相比而言,平台经济的供需两端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供给端因服务可

复制性与互联网技术加持,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无须担忧传统增长界限;需求端则依靠网络效应

形成正反馈循环,驱动用户规模指数级增长。〔40〕具有先发优势的平台能够快速扩展并占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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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39〕

〔40〕

参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沪市监案处字 〔2019〕第0002017100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参见焦海涛:《“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载 《财经法学》2018年第5期,第81 82页。

SeeThomasKrattenmaker&StevenSalop,AnticompetitiveExclusionRaisingRivals􀆳CoststoAchievePowerover
Price,96YaleLawJournal209,223 224 (1986).

参见曲创、王夕琛:《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特征、成因与监管策略》,载 《改革》2021年第5期,第57页。

SeePaulGeroski,CompetitioninMarketsandCompetitionforMarkets,3JournalofIndustry,CompetitionandTrade
151,152 (2003).

参见李希梁、陈沁心:《平台反垄断治理的约束边界与调适向度》,载 《社会治理》2023年第2期,第51 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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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平台很难与之抗衡或进入市场,最终形成大型平台 “赢者通吃”的效应。

然而,受多宿主效应、差异化竞争及动态竞争的制约,平台市场并非必然陷入 “赢者通

吃”。〔41〕首先,注册及切换平台的成本较低,用户普遍具有多宿主倾向,很少存在天然具有单宿

主效应的平台。其次,大型平台通常凭借规模优势提供 “大而全”的通用式服务,这为小型平台

通过差异化竞争锁定特定用户群并进入市场留下了空间。最重要的是,随着动态竞争的作用在创

新密集型的平台经济内日益显著,即使是支配平台亦面临着颠覆式创新的潜在威胁,难以维持长

期稳定状态。〔42〕

因此,除少量自然垄断市场外,平台经济绝大多数市场呈寡头垄断结构。虽然存在显著的规

模经济,但由于 “赢者通吃”效应遭到上述因素的削弱,市场通常呈现 “一大一小”或 “一大两

小”的寡头结构,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与在线外卖市场即属此类。在此结构下,竞争机制虽遭削弱

却未消亡,竞争对手仍可能冲击支配平台的市场地位。若支配平台试图实现 “赢者通吃”,必然

需要策略性地消除用户多宿主效应、减少差异化竞争、推迟颠覆式创新的出现。独家交易正是支

配平台实现上述目标的最直接策略。通过锁定关键渠道,支配平台不仅可保障服务质量与特定投

资,更能够营造商品独特性以形成单宿主效应,并控制特定资源以减少竞争平台差异化竞争的空

间。在大范围独家交易之下,即使多宿主效应与差异化竞争难以被完全消除,竞争对手获得用户

的成本已被大幅提高,难以构成实质威胁。因此,支配平台实施独家交易的内生动因,不再只是

提高等效竞争对手的静态成本,而是在已经存在网络效应、规模经济等结构性障碍的市场内,策

略性地阻碍潜在竞争者成长为有效的竞争约束。

(二)等效竞争者检验的平台适用局限

在平台经济寡头垄断结构下,原本适用于工业经济的等效竞争者检验,已难以有效评估平台

独家交易的竞争损害。欧盟2018年 “谷歌安卓案”中委员会与法院的分歧,以及美国2024年

“谷歌搜索引擎案”判决遭遇的理论批评,共同揭示了等效竞争者检验的适用困境。

等效竞争者检验的首要局限,在于难以在平台经济中准确识别经济效率。该检验的本质是运

用价格成本工具衡量独家交易是否不当提高等效竞争者的静态成本,但平台经济的免费模式与趋

近于零的边际成本,导致实际价格与成本难以被此类工具识别。更重要的是,平台经济的核心在

于创新驱动的动态效率,而非基于价格的静态效率。〔43〕支配平台实施独家交易恰是为了消除潜

在竞争者的威胁,进而阻碍动态竞争。但由于用户偏好演变、技术迭代速率等指标难以量化,基

于历史数据的成本收益分析在高度动态的市场中缺乏参考意义,〔44〕等效竞争者检验无法提供识

别动态效率损害的有效工具。

欧盟 “谷歌安卓案”的判决印证了上述局限。针对谷歌实施的独家交易,欧盟委员会适用了

等效竞争者检验,但只能依赖第三方文件推测谷歌的成本基准,并简单地套用历史数据界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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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SeeHerbertHovenkamp,AntitrustandPlatform Monopoly,130YaleLawJournal1952,1969 (2021).
参见王先林、方翔:《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趋势、挑战与应对》,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

第2期,第90页。
参见孙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载 《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106页。

SeeDavidJ.Teece,TheDynamicCompetitionParadigm:InsightsandImplications,1ColumbiaBusinessLaw
Review373,38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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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竞争份额。此举严重忽略了免费模式与技术研发形成的复杂成本结构,且对涉案行为造成的

创新损害仅作了定性阐述。最终,该决定因数据与现实存在严重偏差而被欧盟普通法院驳回。〔45〕

虽然法院的判决已隐含对平台经济特征的考虑,却未能提供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凸显出等效竞争

者检验及其静态分析工具在平台经济中的失灵。

更重要的是,等效竞争者检验在平台经济中缺乏有效的分析基准。该检验以市场中存在与支

配企业同等效率的竞争者为适用前提,但在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加持下,支配平台往往因用户规

模最大而具备最高效率,等效竞争者在逻辑与现实中难以存续。因此,正如欧盟法院在 “丹麦邮

政案Ⅱ”中指出,若市场结构导致等效竞争者实际不可能出现,该检验可能无法使用。〔46〕

美国 “谷歌搜索引擎案”及其引发的学术争议,为分析此困境提供了素材。谷歌占据通用搜

索引擎市场90%以上份额,通过独家交易协议大规模锁定默认搜索位置。法院并未适用等效竞争

者检验,而是在认定谷歌搜索质量最高的同时,判定其独家协议损害竞争。〔47〕对此,有学者基

于反事实分析提出质疑:若竞争对手确实处于效率劣势,则独家交易对谷歌维持市场地位并无实

际贡献,竞争对手被排除仅是竞争的预期结果。〔48〕然而,上述批评恰恰反向揭示了等效竞争者

检验在缺乏分析基准时的困境。

对于谷歌而言,每年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分成并非为了再扩大不到10%的市场份额,而是

意在防止必应、DuckDuckGo等潜在竞争者成长为具有竞争威胁的平台。在接近垄断的状态

下,低效竞争者的存续或潜在进入均能对支配企业构成约束,进而保护消费者福利;〔49〕若允

许其通过 “干中学”获得规模效应,亦可能成长为等效或更高效竞争者,值得反垄断法保护。〔50〕

谷歌通过独家交易将这些企业排除会导致消费者福利严重受损,而等效竞争者检验仅能应对

“排除现存等效竞争者”的静态损害,无法识别 “阻碍潜在竞争者达到效率”的动态损害。此

外,当谷歌因 规 模 最 大 而 获 得 最 高 效 率 时,传 统 的 反 事 实 分 析 逻 辑 易 陷 入 “过 度 决 定”

(overdetermination)〔51〕谬误:若以 “即使没有独家交易亦无法形成等效竞争者”为由否定违

法性,则恰恰忽略了谷歌90%的市场份额正是导致市场内无法生成等效竞争者的原因。循此

逻辑,无论谷歌如何实施独家交易都无法被认定造成竞争损害,等效竞争者检验将实质上异化

为支配企业的免责依据———英特尔、高通、谷歌等大型企业皆曾主动以未损害等效竞争者为由

为自身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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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sQualcommRuling,19EuropeanCompetitionJournal481,490 (2023).



章韶轩:平台垄断行为竞争损害检验的现实困境与理论转型

(三)单一效率价值目标的内生性悖论

等效竞争者检验在平台经济中的适用局限,根源并非技术方法缺陷,而是其秉持的单一效率

价值取向与平台经济现实逻辑存在本质冲突。受芝加哥学派影响,现代反垄断法将效率确立为唯

一价值目标,而将竞争视为工具性价值,并试图以 “福利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涵盖对非经济价值

的考量。〔52〕在工业经济中,基于 “竞争围绕静态效率展开”与 “市场具备自我修复能力”两大

前提,这一价值目标确实能够实现福利最大化。然而,平台经济在竞争态势与市场结构上的深刻

变革瓦解了这两大前提条件,致使单一效率价值目标陷入自我否定的内生性悖论。

一方面,平台经济竞争态势已转向 “为市场竞争”,决定企业存续的不再是短期的静态成

本优势,而是技术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直接颠覆了竞争围绕静态效率展开的前提。另一

方面,尽管寡头垄断市场内竞争并未消亡,但显著的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已然导致市场倾斜,

竞争平台即使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很难打破竞争格局。虽然动态竞争与颠覆式创新可能带来

“不眠之夜”而非 “昏昏欲睡的垄断者”,但垄断平台亦可能通过独家交易等策略提高市场进入

壁垒、推迟颠覆性创新的出现。在此情况下,已被严重削弱的竞争机制无力实现市场的自我

修复。

当上述两大前提被瓦解后,单一效率价值目标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否定的悖论。在平台经济

下,庞大用户规模使支配平台往往具备最低的边际成本与最高的静态效率。按照单一效率价值目

标的逻辑,支配平台的用户规模越大,静态效率越高,其独家交易越难被认定为损害竞争。然而,

对短期静态效率的过度保护,实则以牺牲长期动态效率为代价。若仅因具备效率优势而允许支配平

台实施独家交易,具备创新潜力的竞争者将被扼杀,市场竞争机制随之遭到削弱,支配企业将缺乏

降低成本与创新研发的动力,转而攫取垄断利润并损害效率。由此,对静态效率的过度追求,在平

台经济中会异化为对支配平台的过度放任,最终悖论性地摧毁效率赖以存续的竞争机制。

当单一效率价值取向在平台经济陷入内生性悖论时,仅在技术方法层面修补等效竞争者检验

已是徒劳。尽管有学者提出 “潜在等效竞争者检验”修正方案,〔53〕但此类方案仍局限于单一效

率价值框架内,试图通过放宽 “等效”的定义扩展检验的适用性,却难以解决可操作性与确定性

不足的难题。事实上,这一悖论并非平台独家交易竞争损害认定所独有,而是各类排他性滥用行

为的竞争分析面临的共同症结。因此,竞争损害认定困境已超出分析方法调整范畴,触及平台经

济领域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理解问题,需要突破对单一效率目标的依赖,重新审视各项价值目标

之间的关系,并围绕合适的竞争损害内涵构建新型检验。

四、平台垄断行为竞争损害认定的转型路径

当单一效率价值目标下的等效竞争者检验在平台经济陷入困境时,如何有效判定平台独家交

·581·

〔52〕

〔53〕

SeeRichardA.Posner,TheValueofWealth:ACommentonDworkinandKronman,9JournalofLegalStudies243,

246 252 (1980).
SeeGeorgiaTheodorakopoulou,FromtheAs-EfficientCompetitortothePotentiallyAsEfficientCompetitor?,7

EuropeanCompetitionandRegulatoryLawReview154,157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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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竞争损害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学界与实务界曾提出通过事前义务直接禁止大型平台实施独

家交易的 “外部替代”应对方案。〔54〕然而,这类应对方案无视了独家交易的效率促进作用,〔55〕

更关键的是,其逻辑前提尚未满足:平台经济寡头垄断市场并未达到结构性失灵的程度,支配企

业仍需要实施独家交易恰恰反证竞争机制仍然存在。〔56〕事实上,执法机构在近期平台独家交易

案件中已作出选择,试图回归传统实质性市场封锁检验以认定竞争损害。不过,破解现实难题不

能仅止步于工具层面的转换,更需深入考察平台垄断行为竞争损害认定的规范逻辑。

(一)传统实质性市场封锁检验的辩证审视

面对等效竞争者检验的失灵,我国执法机构在 “食派士案”〔57〕以及美国法院在 “谷歌搜索

引擎案”中,均未沿袭既往检验标准,而是通过评估竞争对手市场份额变化,或市场覆盖率、持

续期限、可替代性渠道等因素判定竞争损害。这一做法实质上回归了实质性市场封锁检验,即通

过综合评估涉案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封锁是否达到实质性判定竞争损害。〔58〕该检验并非执法创新,

而是从本身违法原则迈向合理原则的阶段产物:早期执法机构通常直接推定竞争损害存在,但随

后意识到封锁并非当然损害竞争,需要达到实质性程度方可认定。〔59〕由此,各大反垄断法域逐

渐形成了通过结构化分析要素判定封锁是否达到实质性的检验方法。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

“扬子江与生医工案”中明确指出,独家交易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分析至少需要考量行为范围、

持续时间、市场壁垒等要素。〔60〕

具体而言,市场覆盖率是实质性市场封锁检验的首要要素,独家交易只有覆盖较大比例的有

效渠道,方可能造成市场封锁效应。〔61〕一般认为低于30%~40%市场覆盖率的独家交易不会产

生严重的封锁效应,因为剩余渠道足以使其他竞争者生存并参与竞争。〔62〕同时,独家交易在持

续期间较长时才可能导致市场封锁,一般认为持续不足一年的独家交易可推定合法。〔63〕其次,

若存在可替代性渠道供竞争者有效参与竞争,即使独家交易封锁率较高亦难以造成实质性封锁,

但前提是该渠道具备有效性。最后,市场进入壁垒及竞争对手市场份额变化等要素,亦可作为评

估独家交易封锁效应是否达到实质性程度的间接参考。

凭借实质性市场封锁检验,执法机构无须寻找等效竞争者或测量平台企业效率,而是通过结

构化分析要素将抽象的竞争损害判定转化为对市场结构与行为程度的事实审查。〔64〕这一方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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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igitalMarketsAct,Art.5 (3),(4),(5).
参见王晓晔:《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 “欧盟模式”批判》,载 《法学评论》2024年第3期,第18页。

SeeHerbertHovenkamp,AntitrustandPlatform Monopoly,130YaleLawJournal1952,1988 (2021).
参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沪市监反垄处 〔2020〕06201901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参见兰磊:《反 <反垄断法>上的 “不相关”市场界定》,载 《中外法学》2017年第6期,第1666页。

SeeTampaElec.Co.v.NashvilleCoalCo.,365U.S.320 (196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20)最高法知民终1140号民事判决书。

SeeBenjaminKlein,ExclusiveDealingAsCompetitionForDistribution “OnTheMerits”,12GeorgeMasonLaw
Review119,121 (2003).

SeeJoshuaD.Wright,AntitrustLawandCompetitionforDistribution,23YaleJournalonRegulation169,197
(2006).

SeeHowardP.Marvel,ExclusiveDealing,25JournalofLawandEconomics1,20 25 (1982).
参见兰磊:《重估合理原则的制度成本———兼评 <制度成本与规范化的反垄断法>》,载 《经贸法律评论》2020年第

3期,第106 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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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适应平台经济的复杂动态,因而中美执法机构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归。然而,该检验毕竟只是经

验积累的产物,在具有适用性优势的同时牺牲了准确性,被霍温坎普 (HerbertHovenkamp)称

为 “一种有限的合理原则分析”〔65〕。该检验在面对存在显著竞争损害的案件时或可胜任,但当案

件趋于复杂时漏洞便暴露无遗。

首先,“实质性”缺乏明确标准。各项分析要素源于案例经验而非经济学分析,导致市场封

锁程度的判断高度依赖个案裁量。尽管实践中形成了经验性的判断参考,但难以适用于复杂动态

的平台市场。其次,损害认定的因果关系存在断裂。该检验在应用时不可避免地以大量竞争对手

被排除证成市场封锁,〔66〕然而竞争对手遭到排除与竞争机制受损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亦可

能归因于企业自身效率不足。因而有学者指出 “食派士案”中以竞争对手受损证明竞争损害的做

法在因果关系上明显不当。〔67〕最后,市场覆盖率仅反映支配企业锁定份额的客观比例,并不等

同于事实上的市场封锁。由于缺乏反事实分析,该检验难以区分支配企业基于效率优势获取的份

额与滥用独家交易攫取的份额,最终可能高估封锁程度,进而引发 “误判”风险。〔68〕

(二)平台经济反垄断价值目标的调适向度

实质性市场封锁检验的适用漏洞,折射出传统竞争价值目标的固有缺陷。该检验将竞争损害

等同于对竞争机制的损害,而非经济效率的减损,因而只关注是否封锁大量市场份额,却不区分

封锁源于效率优势还是滥用行为。尽管波斯纳 (RichardA.Posner)强调排他行为唯有在 “损害

了竞争机制本身健康运行”时才值得关注,〔69〕但由于缺乏效率价值作为评价尺度,该检验在保

护竞争价值时不可避免地会保护低效竞争者。此外,以抽象的竞争价值作为主要保护目标,必然

导致 “实质性”判断无法摆脱竞争概念的模糊。为克服上述弊端,现代反垄断法在确立单一效率

价值目标的基础上形成了等效竞争者检验,但却在平台经济中再次陷入失灵。

平台独家交易反垄断执法面临两难境地:过度追求效率将放任支配平台实施独家交易,损害

竞争机制;过度保护竞争则会对支配平台造成不当限制,阻碍规模经济与创新。〔70〕作为常见商

业行为,独家交易唯有实施至特定程度时方可能造成竞争损害。〔71〕事实上,实质性市场封锁检

验与等效竞争者检验,都是对 “独家交易需实施至何种程度构成损害”这一问题的回应,二者的

本质分歧在于侧重的价值目标不同。因此,平台独家交易反垄断分析的关键,在于准确界定足以

造成竞争损害的 “程度”,而其前提是对效率与竞争这两大价值目标进行调适,契合平台经济反

垄断的需求。

在平台经济中,单一效率价值目标虽陷入内生性悖论,但这并不等同于反垄断法需要放弃对

经济效率的追求———支配平台带来的经济效率仍是首要目标。在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特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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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侯利阳、章韶轩:《论独家交易的反垄断法分析框架———基于我国典型案件的考察与分析》,载 《竞争政策研究》

2025年第2期,第33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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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平台的规模增长既能带来显著的静态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亦能通过

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促进动态效率。因此,支配平台在合理程度内为维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

本实施的独家交易不应被禁止,反垄断法不得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保护低效竞争者。

单一效率价值目标陷入悖论的根源,在于芝加哥学派将竞争贬低为工具价值,使其在冲突时

必须让位于效率。〔72〕有别于工业经济,平台经济特性导致竞争机制处于脆弱状态,支配平台实

施独家交易无须达到 “排除等效竞争者”的程度即可对竞争机制造成不可逆损害。然而,竞争在

平台经济中具有关键意义:一方面,竞争是效率的源泉,能够提高分配效率、促进创新活力;另

一方面,竞争本身还是效率促进的对象,创新作为动态效率格外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它能够促进平

台间的动态竞争。〔73〕换言之,效率提升能够促进竞争在更高质量上进行,避免 “内卷式”竞争。

最后,竞争价值还是非经济价值存续的基础。〔74〕因此,平台反垄断应当将竞争视为与效率同等

位阶的价值目标加以保护,而非只将其当作实现效率的工具。

当处于同等位阶的某一价值触及另一价值存在的底线时,无论这种干预能够为前者带来多大

收益均无法被正当化。〔75〕一般情况下效率价值固然应当被优先考虑,但当支配企业的行为触及

竞争价值存续底线时,应当作出竞争优先的判断。

综上,平台反垄断价值目标的调适向度,既非回归传统竞争价值保护,亦非固守单一效率价

值目标,而是在最大程度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确立竞争机制存续的底线地位。

(三)平台竞争损害内涵的 “可竞争性”界定

效率与竞争的调适虽能为平台独家交易提供指引,但其仍处于抽象的价值层面,需要借助具

体经济学内涵以界定独家交易实施至 “何种程度”足以认定损害。对此,可竞争性市场理论

(contestablemarketstheory)提供了指引:即使市场高度集中甚至处于垄断结构,只要无显著市

场进入壁垒,潜在竞争便能够有效约束支配企业,使得市场在最大化享有规模经济的同时趋近充

分竞争的状态。〔76〕尽管该理论因前提假设难以实现而遭到质疑,但其揭示了竞争的实现并不取

决于市场结构或企业数量,而在于潜在竞争者能否不受实质阻碍地进入市场。〔77〕只要市场可竞

争性存在,竞争者与支配企业就能够在强对抗性的动态竞争中激发创新潜力、持续提升效率。由

此,该理论为效率与竞争价值的调适提供了具体内涵:允许支配平台最大程度上追求规模经济所

带来的效率,但其行为不得损害市场可竞争性。

市场可竞争性取决于是否存在显著的市场进入壁垒。市场进入壁垒分为客观条件导致的 “结

构性壁垒”,与支配企业人为设置的 “策略性壁垒”。〔78〕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固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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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StevenSalop,StrategicEntryDeterrence,69AmericanEconomicReview335,335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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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了较高的 “结构性壁垒”,但这属于客观中性现象,并非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79〕反垄断法真

正应当警惕的,是支配平台滥用市场力量人为设置 “策略性壁垒”,封锁已被 “结构性壁垒”削

弱却仍然存续的竞争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平台独家交易竞争损害内涵得以界定:其本质既非通过排除等效竞争者以减

损效率,亦非单纯封锁大量竞争者以损害竞争,而是策略性地提高市场进入壁垒,致使作为底线

的市场可竞争性受损。通过锁定关键资源,支配平台阻碍了潜在竞争者利用多宿主效应、差异化

模式参与竞争,从而消除竞争威胁。因此,平台独家交易反垄断分析的重心应当从 “是否排除现

实等效竞争者”,转向 “是否阻碍潜在竞争者实现效率”。反垄断执法追求的效果,并非人为扶持

等效竞争对手,亦非对支配平台施加不得竞争的义务,而是确保其无法通过独家交易封锁潜在竞

争威胁。

上述认定思路并非纯粹的理论构想,其有效性已在实践中有所呈现。在 “美团案”中,执法

机构虽未提及可竞争性,但其实质逻辑已聚焦于涉案独家交易在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特性下 “不

当提高市场进入壁垒”对可竞争性造成的损害。〔80〕通过破除独家交易造成的市场封锁,反垄断

执法恢复了在线外卖市场的可竞争性,作为潜在竞争者的京东得以在2024年进入市场并快速获

得接近30%的市场份额。〔81〕然而,该案因暂未形成具备理论内涵与经济学基础的检验标准,其

论证不可避免地停留在结论式、直觉式的定性分析上,广受学界诟病。〔82〕为将执法实践中 “无

意识的正确”提升为 “有意识的方法”,亟须引入可量化的经济学指标衡量可竞争性损害,形成

兼具准确性与确定性的新型检验标准。

五、基于最小有效规模的新型竞争损害检验

在平台经济中,市场可竞争性反映为达到最小有效规模 (minimumefficientscale)的可行

性。受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驱动,竞争者能否立足于市场,取决于能否通过积累用户规模迈过最

小有效规模,进而激发正反馈循环。若无法迈过此门槛,即便竞争平台具有创新能力亦难以对支

配平台形成竞争约束。在此意义上,最小有效规模不仅是判断独家交易竞争损害的关键指标,对

评估各类具有市场封锁效应的平台垄断行为亦具有规范意义。

(一)最小有效规模的反垄断法识别

最小有效规模是经营者具备有效竞争能力所需达到的基本条件。在工业经济中,其指企业在

供给端达到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规模经济耗尽时的产出规模。〔83〕然而,平台经济因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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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80〕
〔8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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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侯利阳:《平台反垄断的中国抉择:强化反垄断法抑或引入行业规制?》,载 《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1期,第

35页。
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市监处罚 〔2022〕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参见 《京东 外 卖 占 全 国 外 卖 市 场 超31%份 额》,载 新 华 网2025年9月15日,http://bj.news.cn/20250916/

9319c1920eb64ba7a64a4ea2e4f035c6/c.html,2026年3月20日访问.
参见汪改丽:《垄断行为反竞争效果的直接证明方法》,载 《南大法学》2023年第2期,第39页。

SeeLynnePepall,DanRichards&GeorgeNorman,IndustrialOrganization:ContemporaryTheoryandEmpirical
Applications (5thed.),Wiley,2014,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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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递减与服务可复制性等特征,供给端的生产规模已无实质制约,平台间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转

至需求端的用户规模。因此,平台经济的最小有效规模内涵已与生产成本无关,转而指代长期需

求曲线上的不稳定均衡点。

在跨越该规模前,平台获取用户依赖于外部推动并付出较高成本,而一旦迈过此临界规模

(criticalmass),平台用户数量将在网络效应驱动下实现持续增长。若用户数量无法达到最小有

效规模,平台最终将因资金耗尽陷入负反馈循环,直至退出市场。〔84〕需要注意的是,支配平台

用户数量在越过最小有效规模后并非持续线性增长,而是会在 “拥堵效应”作用下趋于高均衡状

态。〔85〕因此,只要能够达到最小有效规模,竞争平台的效率虽仍略低于支配平台,但已不会被

轻易地排挤出市场,能够构成有效的动态竞争约束。

由于其能够反映竞争者能否构成有效约束,最小有效规模不仅是经济学上的临界点,更是反

垄断法上理解独家交易损害机制、判断市场结构的重要指标。欧盟委员会在 “英特尔”案中,曾

以最小有效规模较高为由判定市场存在高进入壁垒。〔86〕具体而言,该规模与市场总需求之间的

比值反映着市场进入壁垒的高低:比值越高,可容纳的竞争者越少,其可竞争性越弱。若市场总

需求不足以在最低成本水平上达到最小有效规模的两倍,市场将呈现自然垄断倾向,几乎不存在

可竞争性。

如果说最小有效规模的数值反映着市场的 “结构性壁垒”,那么支配平台实施独家交易阻碍

竞争者达到该规模,则构成反垄断法亟须规制的 “策略性壁垒”。在缺乏等效竞争对手的市场内,

支配平台为巩固垄断地位实施的垄断行为,本质上是试图阻碍竞争者获得足以达到最小有效规模

的用户。因此,最小有效规模能够为判断平台独家交易竞争损害提供精准的经济学指标。但将其

转化为新型竞争损害检验的前提是,个案中相关市场的最小有效规模能够被实际测量。

经济学已为测量平台经济最小有效规模提供了定量方法,理论上可通过分析动态需求函数,

估算双边市场长期需求曲线上因网络效应开始急剧倾斜的临界点所对应的用户规模。有学者曾运

用此方法 对2012年 的 全 球 移 动 电 话 市 场 进 行 定 量 分 析,并 成 功 测 算 出 最 小 有 效 规 模 为

23.9%。〔87〕此外,寻找平台用户增长 “S型”曲线的陡峭拐点,或者观察平台获客成本开始急

剧下降时所对应的用户规模,亦是有效的测量路径。〔88〕虽然定量分析是最直接的测量方案,但

对数据要求较高,执法机构在条件受限时可诉诸更务实的替代方法。在工业经济中,可通过专家

调研评估成本与规模的关系,或以存续企业的规模分布作为判断临界区间的参考。〔89〕类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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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avidS.Evans& RichardSchmalensee,FailuretoLaunch:CriticalMassinPlatformBusinesses,9Reviewof
NetworkEconomics1,6 (2010).

SeeEvangelosKatsamakas&J.ManuelSanchez-Cartas,Congestion,NetworkEffectsandPlatformCompetition,20
JournalofEconomicInteractionandCoordination451,453 454 (2025).

SeeCommissiondecisionofMay13,2009inCaseCOMP/C 3/37.990-Intel,para.866.
SeeMichałGrajek& TobiasKretschmer,IdentifyingCriticalMassintheGlobalCellularTelephony Market,30

InternationalJournalofIndustrialOrganization496,502 (2012).
SeeAdriaantenKate& GunnarNiels,CriticalMassand MatureEquilibriaforTwo-SidedPlatforms,andthe

StrengthoftheExternalitiesBetweentheSides,23ReviewofNetworkEconomics65,83 84 (2024).
SeeLeonard W.Weiss,TheSurvivalTechniqueandtheExtentofSuboptimalCapacity,72JournalofPolitical

Economy246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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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执法亦可通过行业历史数据、市场调研及专家咨询等方式确定最小有效规模。毕竟,执

法机构对最小有效规模的测量并非只追求经济学上的极致准确性,而是为了满足法律适用所需要

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二)结构化分析要素的经济学改造

平台独家交易的竞争损害在于减损市场可竞争性,因此新型检验不应依赖难以测量的平台间效

率比较,而应聚焦竞争者能否跨越最小有效规模。换言之,平台独家交易 “实施至何种程度构成损

害”问题的答案是 “阻碍竞争者达到最小有效规模”,据此可将新型检验称为最小有效规模检验。

然而,纯粹的经济学测量只能确定损害标准,难以针对复杂动态的个案市场形成可操作的法律测

试。对此,传统实质性市场封锁检验的结构化分析要素可以提供方法指引,其适用于平台经济的障

碍在于 “实质性”标准模糊,而最小有效规模概念的引入恰能为其注入清晰的经济学锚点。

在该检验之下,各项分析要素均需围绕 “是否阻碍竞争者跨越最小有效规模”展开。首先,

市场覆盖率的评估重点不再是绝对比例,而是在独家交易实施之后,市场剩余的可竞争份额是否

大于最小有效规模。例如,若竞争平台需获得20%的用户才能达到最小有效规模,而支配平台已

自然锁定40%的用户,则独家交易的市场覆盖率一旦超过40%将必然封锁竞争。在实际评估时,

还需考虑网络效应、关键渠道等因素对市场覆盖率的放大效应。〔90〕其次,持续期限的关键不在

于绝对时长,而是该期限是否覆盖新平台进入市场或技术创新的关键时期。即使持续期限相对较

短,若其有效阻止了竞争对手在关键期间内达到最小有效规模,仍会扼杀动态竞争与创新。再

次,可替代性渠道的有效性亦需以该规模为判断依据。唯有竞争者能以合理成本通过替代渠道获

取达到最小有效规模所需的用户时,该渠道才具备有效性。在 “谷歌搜索引擎案”中,虽然必应

等搜索引擎仍能从非默认搜索渠道获得用户,但在用户使用惯性之下,这些渠道不具备助其达到

最小有效规模的可能。〔91〕最后,还需基于最小有效规模对市场动态作出考量。在用户需求快速

增长的市场中,新进入者可通过服务增量需求而非抢夺存量用户实现其最小有效规模,反垄断干

预可适当审慎;而在技术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促使企业寻求新的需求增长时,执法不仅应警惕支

配平台阻碍潜在创新者进入,还需避免沿袭固有经验阻碍市场自然演进。

通过上述改造后分析要素的综合评估,若执法机构初步判定独家交易实质性地阻碍竞争对手

达到最小有效规模,还需考虑支配平台的抗辩。此阶段的抗辩旨在反驳损害存在本身:支配平台

可以经济学测量有误、实际覆盖率较低或新进入者仍能跨越门槛为由,证明其独家交易仍属正当

竞争行为。只有在竞争损害最终得以确认后,支配平台基于效率或公共利益提出的抗辩,才能作

为违法阻却事由进入审查视野。但若独家交易被用于维持、强化支配平台接近垄断的市场地位,

原则上已经触及竞争机制存续底线,一般不得仅凭效率抗辩予以豁免。

最小有效规模检验的解释力可通过 “阿里巴巴案”验证。2015至2019年间,阿里巴巴公司

虽持续实施独家交易,但其市场份额反而下降15%。〔92〕既有检验原则上均无法认定涉案行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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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文明:《网络平台独家交易的违法性分析》,载 《现代法学》2021年第4期,第159页。

SeePeterO'Loughlin,BehavioralMarketFailuresinAntitrust-Towards “Workable”CognitiveForeclosure,62
UniversityofLouisvilleLawReview255,258 (2024).

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市监处 〔2021〕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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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竞争损害,然而执法机构对阿里巴巴公司的执法切实激活了网络零售市场的竞争。最小有效规

模检验能够弥合此处理论标准与现实效果的脱节:阿里巴巴公司实施独家交易期间,正值拼多多

成立并进入市场的关键时期。通过独家锁定重要品牌商家,阿里巴巴公司实质上阻碍了竞争对手

获取关键商家用户跨越临界规模,迫使拼多多依靠高额补贴与下沉市场参与竞争。尽管阿里巴巴

公司最终未能阻止拼多多跨越最小有效规模,但独家交易本身已经严重迟滞了竞争者的进入并大

幅推高其竞争成本。通过最小有效规模检验,执法机构能够精准地识别出 “阿里巴巴案”中独家

交易的竞争损害所在,形成更具穿透力的分析论证。

(三)最小有效规模检验的适用边界

在平台独家交易的竞争损害认定上,最小有效规模检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通过

融合结构化分析要素与经济学方法,该检验不仅摆脱了静态价格成本分析的桎梏,亦避免了难以

实现的反事实分析,不再拘泥于区分源于效率的自然封锁与独家交易导致的排他封锁。相反,该

检验在充分包容支配平台在位优势的基础上,直接聚焦于独家交易是否阻碍竞争者跨越市场最小

有效规模。换言之,只要支配平台没有触及市场可竞争性底线即不认定竞争损害。因此,尽管该

检验在形式上与传统实质性市场封锁检验相似,但并未退回保护低效竞争者的窠臼,而是通过保

护竞争机制的存续,最大程度促进经济效率的长期提升。

进一步而言,最小有效规模检验在平台经济中划定了 “保护竞争”与 “保护竞争者”的界

限。唯有在独家交易对最小有效规模造成封锁时,方能在 “个别竞争者遭到排除”与 “市场竞争

遭到损害”之间构建紧密因果联系。因此,保护竞争者不被阻碍在最小有效规模之外,并非对中

小企业的过度保护,而是确保其至少拥有证明竞争潜力的平等机会。同时,这亦未对支配企业施

加不得竞争的义务,反而为其在合理范围内实施独家行为提供了安全界限,使其仍可正当达成独

家协议以保护特定投资与提升服务质量。此外,该检验还内含一套具有可预测性的动态评估机

制:支配平台的市场力量越强大,凭借效率自然锁定的需求份额就越大,留给竞争者实现最小有

效规模的空间就越小,其不得通过独家交易扭曲竞争的特别责任就越严格。〔93〕

需要注意的是,最小有效规模检验的适用存在边界。其并非完全超越等效竞争者检验或实

质性市场封锁检验的最佳工具,而是针对平台经济特性形成的调适方案。一旦脱离平台寡头垄

断的市场结构,最小有效规模检验可能导致假阳性错误并损害经济效率。在缺乏显著网络效应

与规模经济的传统工业经济中,支配企业并不享有绝对的效率优势,低效竞争者的失败更多归

因于自身效率不足。若在此类场景适用最小有效规模检验,将导致保护低效竞争者、削弱竞争

的后果。因此,在以静态效率竞争为主、规模经济不显著的竞争市场中,等效竞争者检验仍是

具有解释力的成熟分析工具。只有在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显著的平台市场内,由于达到最小有

效规模是平台有效参与竞争的前提,支配平台实施的独家交易若对此造成阻碍,可直接初步认

定竞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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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SeeXingyu Yan & Hans Vedder,Minimum Efficient Scale,Competition onthe Merits,and The Special
ResponsibilityofaDominantUndertaking,19JournalofCompetitionLaw&Economics123,134 135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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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平台经济的兴起固然对现代反垄断法的单一效率价值目标构成实质性挑战,但这绝不应被过

度解读为反垄断法的整体失灵,而应视作数字时代调适反垄断法的契机。面对平台经济变革,诉

诸行业规制或结构主义虽具有短期吸引力,却可能导致过度干预与效率损害,难以契合平台经济

的动态竞争特征。反垄断法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其生命力恰恰在于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与经济学

理论中汲取养分,随时代变迁持续调适价值目标与分析方法,形成适应新经济形态的分析范式。

基于此,认定平台垄断行为竞争损害的关键,在于突破对静态价格成本分析的依赖,实现从追求

静态效率向维护市场可竞争性的理论转型。本文以独家交易为例提出的最小有效规模检验,正是

该转型理念之下的具体展开。该检验将可量化的最小有效规模作为反映市场可竞争性的替代指

标,不仅能够精准认定平台独家交易造成的竞争损害,其所内含的效率与竞争价值平衡理念,亦

可为认定搭售、最惠国条款等同样造成市场封锁效应阻碍竞争者跨越最小有效规模的垄断行为提

供指引,但具体分析要素仍需结合不同行为的封锁机制予以调整。

Abstract:Thecompetitiveharmtestforplatformmonopolisticconductposesasignificantchallenge

toantitrustenforcement.Asaprototypicalformofabuse,theendogenousdriversofexclusive

dealingonplatformshaveshiftedunderpronouncednetworkeffectsandeconomiesofscale,

exposingtheas-efficientcompetitor (AEC)test—effectiveintheindustrialeconomy—tocritical

limitations:difficultyinidentifyingefficienciesandalackofanalyticalbenchmarks.These

limitationsarenotmerelytechnicalbutstemfromaself-negatingparadoxarisingintheplatform

economyfrommodernantitrustlaw􀆳ssingularpursuitofefficiency:theexcessivepursuitofstatic

efficiencymayparadoxicallydestroytheverycompetitive mechanism on whichitdepends.

Resolvingthisparadoxrequiresestablishingthesurvivalofthecompetitivemechanismasa

baselineconstraintwhile maintainingeconomicefficiencyastheprimaryobjective,thereby
redefiningcompetitiveharmfromareductioninstaticefficiencytoanimpairmentofmarket

contestability.Intheplatformeconomy,marketcontestabilityisreflectedinthefeasibilityof

attainingminimumefficientscale (MES).Accordingly,thecompetitiveharmtestforplatform

exclusivedealingshouldfocusonwhethertheconducthinderscompetitorsfromachievingMES,

byidentifyingthe MESintherelevantmarketandapplyingeconomicallyrefinedstructural

analyticalelementstoassessthecompetitiveimpactoftheconductinquestion.

KeyWords:platformeconomy,exclusivedealing,as-efficientcompetitortest,minimumefficient

scale,competitive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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